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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交通基础设施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解释

陈　 鸣，王志帆，陈　 峰

（南华大学 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衡阳 ４２１００１）

摘要：利用新经济地理学中核心 －边缘（ＣＰ）模型，构建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分析框架，
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两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估计。 结果表明，农村

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客观上产生了促进农民进城务工的效果，但也受到城乡收入差距因素的制约且存在较

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即只有当区域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且超过一定门限值时，这一作用才呈现正向的促进效

果；反之，则有可能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同时探究城乡收入差距各子维度对劳动力转移的不同影响

效应，通过关键维度识别，更细致地解释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异质性影响。 最后，根据所得

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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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加速了城乡关系的变动，农业转移人口在不断放

松束缚的户籍制度变革中跨越城乡的边界，带动人口的空间再分布和身份的再定位。 国家统计局的

数据显示，２０１１ 年，我国农民工总数为 ２５ ２７８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１５ ８６３ 万人，占比为 ６２ư ７５％ ；
２０２１ 年，农民工总数增至 ２９ ２５１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１７ １７２ 万人，占比为 ５８ư ７１％ 。 农村劳动力大

量向城市转移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 农村流入城市的劳动力为我国城市化建设乃至

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并有效促进了农

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助力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农民工群体不断扩大的消费支出也日益成为经济增长进

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本质为劳动力市场优化配置的过程，有利于提

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并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力不足、转移速度放

缓、转移就业不稳定等问题日益凸显，形成了城市“民工荒”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积压”共存的局面，尤
其是近年来企业用工成本高，沿海产业向内陆转移等因素带来的民工返乡潮趋势更凸显了这一矛盾，
富余劳动力滞留农村不仅制约了中国城镇发展进程，也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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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与配置效率，保证城市相关产业劳动力充足供给，避免因制造业用工

不足引致的城市化滞缓与经济后劲乏力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议题。
在探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现实特征为：改革开放尤其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铁路

里程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５ư １７ 万公里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４ư ６３ 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对 ２０
万以上人口城市的覆盖率均超过 ９５％ ；水运基础设施总体规模为世界第一；海运船队运力规模位居世

界第二；农村公路总里程从 ２０１１ 年底的 ３５６ư ４ 万公里增至 ２０２１ 年底的 ４４６ư ６ 万公里。 基础设施是国

民经济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完善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村劳动力的空间转移有着不

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那么，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是否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如果是，交通条

件的不断改善与当前劳动力城市转移放缓相悖的现实又该如何解释？ 其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区域异质

性？ 深入探究和验证二者理论关联与确切证据，对于更科学地规划和完善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促进

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进而持续推进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以威廉·阿瑟·刘易斯为代表的传统二元经济分析框架未能考虑交通基础设施在降低要素流动

成本方面的重要作用，自 Ｂａｒｒｏ［１］首次将公共投资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考察公共资本流量的动态效应

后，现有文献大致沿两条脉络展开交通基础设施对劳动力转移影响的研究。 一是基于内生增长理论

的分析框架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劳动力变化效应进行探讨。 Ｂｏｕｇｈｅａｓｎ ｅｔ ａｌ． ［２］以及 Ｍｏｃｃｅｒｏ［３］探讨了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和就业岗位创造等效应。 Ｄｕ ｅｔ ａｌ． ［４］、刘辉和吴子琦［５］的研究肯定了

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进而提高二、三产业就业机会，促进产业

与区域间劳动力转移。 李祥妹等［６］、张勋等［７］基于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基础设施类别数据展开了实证研

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村公路的完善与可获得性能够方便农民获取外部信息，对人口流动

和迁徙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二是遵循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与相互关联的角

度考察基础设施与要素流动之间的影响机理。 此类研究以 Ｋｒｕｇｍａｎ［８］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代表，认为

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能改变市场规模和要素成本，并最终影响经济要素的空间分布。 一些学者［９ １０］发

现，基础设施是影响农村劳动生产率及家庭收入的最重要变量，新建交通基础设施能增加临路区域的吸

引力，较大程度地减少迁徙成本，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跨地区转移。 一些研究结果［１１ １２］表明，基础设

施的改善能够显著降低企业采购与商品销售的运输成本，并加剧区域间企业竞争，致使经济参与主体所

得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进而对经济区域之间的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配置重组。
尽管众多文献［１３ １４］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具有降低交易成本、深化专业分工和产业集聚、促进要素流

动的作用，但也有部分学者［１５ １６］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同时，为城市务

工的农民工返乡回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是否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并不必然，一个突出的现实表征即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趋势减弱［１７ １８］。 针对这一议题，一
些学者［１９ ２０］指出，交通基础设施对人口集聚和劳动力迁徙的作用，可能并不是单调的线性关系，而是

受到一些条件的制约，表现出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的异质性特征。 在当前我国城乡经济二元结构未

得到根本扭转的现实背景下，现代产业部门要素边际产出与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农业部门，城乡收入差

距无疑是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关键因素。 基于此，本文拟将交通基础设施、城乡收入差距和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纳入同一理论分析框架，综合探讨和检验其作用特征。
余下部分的研究内容安排如下：首先，利用新经济地理学中核心 －边缘（ＣＰ）模型的经典分析框

架，构建基础设施影响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说；其次，设计门限计量模型，采用中国家

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微观面板数据，检验不同城乡收入差距区间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劳动力转

移的影响与异质性变化特征；再次，进一步细化城乡收入差距的构成部分，分别验证各类城乡差距影

响力的大小，识别出不同收入差距中的关键维度，并据此解释不同区域异质性的原因；最后，根据结论

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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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型框架与研究假说

假设存在一个由城市和农村两地区构成的经济空间，该经济空间为线性连续结构。 城市和农村

地区分别用 ｕｒｂａｎ和 ｒｕｒａｌ表示。 存在农业（Ａ）与工业（Ｍ）两个部门，共同使用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力

和土地①。 农村地区被视为传统农业区，所投入要素遵循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生产函数，生产的农产品为同质化产

品，农产品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市场，每生产出一单位农产品需要投入一单位土地及 αＡ 单位劳动力。
城市区域被视为工业生产区，工业部门主要投入劳动力，所投入要素遵循规模报酬递增原理，生产的

工业品具有差异性，工业品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市场。 工业品由城市销往农村，农产品由农村销往城

市，二者均存在交易成本。 中心边缘的区域结构：城市为中心区域，农村处于边缘区域，经济体的空间

半径为 ｆ。
（一） 消费者行为分析

采用经典的 Ｄ⁃Ｓ框架，假定所有消费者具有相同的偏好，效用函数可以表示如下：
Ｕ ＝ Ｃ１－μＡ ＣμＭ （１）
其中，ＣＭ 是工业部门产品消费组合。μ为消费者对工业品消费的偏好程度，即差异化产品消费份

额，μ ＜ １。ＣＭ 的函数形式为连续产品的常替代弹性效用函数（ＣＥＳ） 形式：

ＣＭ ＝ ∫ｎｉ ＝ ０ｃ
σ－１
σ
ｉ ｄｉ( )

σ
σ－１ （２）

其中，σ为产品间替代弹性且 σ ＞ １，ｃｉ 为城市居民对第 ｉ种工业品的消费量。ｎ为经济系统内工业

部门产品总类。
本文分别用 ｗＭ 和 ＶＭ 表示工业劳动力的名义收入水平和实际福利水平，ＰＡ（ ｒ）、Ｐ ｉ（ ｒ）和 ＰＭ（ ｒ）分

别表示 ｒ地区的农产品、第 ｉ种工业品和工业品组合的价格，则城市居民（工人） 消费行为的预算约束

可以表示为：
ＰＡ（ｃｉｔｙ）ＣＡ ＋ ＰＭ（ｃｉｔｙ）ＣＭ ＝ ｗＭ （３）

其中，ＰＭ（ｃｉｔｙ）ＣＭ ＝ ∫ｎｉ ＝ ０ｃｉｐｉ（ｃｉｔｙ）ｄｉ。据此可得城市居民间接效用函数（实际福利水平）为：

ＶＭ ＝ ｌｎｗＭ － ｌｎＰ（ｃｉｔｙ） （４）
其中，Ｐ（ ｒ） ＝ Ｐ（ ｒ） １－μＡ Ｐ（ ｒ） μＭ。同理可推出农村居民实际福利水平。
（二） 运输成本与交通基础设施

农产品在区内与区际交易零成本是大量新经济地理学文献的一个基本假定，尽管这可以方便数

理模型的推理运算，而且不会对模型的基本结论产生本质性的影响，但与现有事实不完全符合。 本文

借鉴部分新经济地理学家假定放松传统农业交易零成本的做法［２２］，设定工业品和农业品在城乡销售

均存在交易成本，引入指数化的农业交易成本，区际产品流动服从冰山贸易成本， Ａ 和 Ｍ 表示单位距

离农产品和工业品的损耗比，０ ＜ Ａ， Ｍ ＜ １，在 单位产品运输至目的地过程中，运输与交易行为损耗

的部分视为交易成本。 令 φ ＝ １ － σ为贸易自由度，核心区域（城市）与边缘区域（农村）的贸易自由度

分别为 φＡ、φＭ∈（０，１）。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ｓ［２３］、Ｓｔｅｆａｎ ａｎｄ Ｌｕｉｇｉ［２４］等学者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将影响

运输成本与物流损耗，这两者与制度成本共同构成了交易成本，因此本文假设贸易自由度与区内交通

基础设施存量成正比，各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不同导致贸易自由度差异化。 因此，假设区域交通

基础设施水平用 φ表示。
（三） 生产者行为分析

由于农业部门所生产的产品被视为同质，则令农产品售价为标准单位，即设定 ＰＡ（ ｒ） ＝ １，为简化

运算，令 ϕ
１
１－σ ＝ ｌｎ １ｋ ，则有 ＰＡ（０） ＝ κｒＡ。 其中 Ｒ（ ｒ）为 ｒ地区土地租金，αＡ 为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则有

—３—
①资本可以折合成一定的劳动当量，因此，本文主要讨论劳动力要素的流动。 何雄浪和李国平［２１］的研究均做过此类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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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租金值为每单位土地产值减去每单位土地所需要的 αＡ 单位劳动力工资：
Ｒ（ ｒ） ＝ ＰＡ（ ｒ） － αＡｗ（ ｒ） （５）
工业部门遵循 Ｄ⁃Ｓ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假定每个企业专业化生产一种产品。 每个企业的生产成

本函数可以表述为：ｗＭ（Ｆ ＋ αＭｘ），其中，ｘ为企业产出，Ｆ为不变的固定投入，αＭ 为每单位产出需要的

劳动力参数，αＭｘ为可变投入。 企业利润为：
π ＝ ｐ（０）ｘ － ｗＭ（Ｆ ＋ αＭｘ） （６）

其中，αＭ ＝
σ － １
σ ，Ｆ ＝ １σ 。可得企业最优定价 ｐｉ（０） ＝ ｗＭ，超额利润为 ０，可知企业产量与劳动力

数量为 １，工业品种类 ｎ ＝ ＬＭ，ＬＭ 为工业劳动力总数。由此得到地区工业品价格指数：

ＰＭ（ ｒ） ＝ ｐ（ ｒ）ｎ
１
１－σ （７）

（四） 市场均衡解

１． 短期均衡

经济体的总收入即为总支出，可以表示为：

Ｅ ＝ ｗＭＬＭ ＋ ２∫ｆ０ ｐＡ（ ｒ）ｄｒ （８）

消费者总支出包括工业品和农产品两个方面， 工业品支出可表示为：ｗＭＬＭ ＝ μＥ ＝

μ ｗＭＬＭ ＋ ２∫ｆ０ ｐＡ（ ｒ）ｄｒ[ ] ，工业品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由 Ｌ ＝ ＬＭ ＋ ２αＡ ｆ，可知：

ｗＭ ＝
２∫ｆ０ κｒＡｄｒ

（１ － μ）（Ｌ － ２αＡ ｆ）
（９）

２． 长期均衡

长期均衡由城市和农村两个区域的实际福利差决定。 其中，城市居民实际福利水平和农村居民

实际福利水平分别为：
ＶＭ ＝ ｌｎｗＭ － ｌｎＰ（０）， Ｐ（ ｒ） ＝ Ｐ（ ｒ） １－μＡ Ｐ（ ｒ） μＭ （１０）
Ｖｒ ＝ ｌｎｗ（ ｒ） － μｌｎＰＭ（ ｒ） － ｒ（１ － μ）ｌｎκＡ （１１）
当 ＶＭ ＝ Ｖｒ，可得劳动力空间流动的长期均衡解：

ｗＭ ＝
κＡκμｆＭ
αＡ

（１２）

（五） 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设总人口和城市人口分别为 Ｌ和 ＬＭ，农民总数为２αＡ ｆ，则总人口为 Ｌ ＝ ＬＭ ＋ ２αＡ ｆ，农村劳动力转移

至城市的比率可表示为：ＬＤＬ ＝
ＬＭ
Ｌ ＝ （１ － ２αＡ ｆ） ／ Ｌ ，由公式（９） 和（１２） 联立可得：

∫ｆ０ κｒＡｄｒκＡκ －μｆＭ ＝ １ － μ２μαＡ
（Ｌ － ２αＡ ｆ） （１３）

为简化模型，假定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交易成本相等， Ａ ＝ Ｍ ＝ ，φ ＝ １－σ，用贸易自由度对城

市周边半径求导可知：

Ɵｆ
Ɵϕ ＝
∫ｆ０ ｒκｒＡｄｒ
∫ｆ０ κｒＡｄｒ

－ μｆ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κＡκ －μＭ ＋
κｒＡ

∫ｆ０ κｒＡｄｒ
＋
２αＡ
Ｌ － ２αＡ ｆ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４）

城乡福利差距可用 ｇ ＝ ＶＭ ／ Ｖｒ 表示，令 Ｖｒ ＝ １，则有 ｇ ＝ ＶＭ，可得：

当 ｌｎｇ ＞ ２π
ｅ ｆ － １

－ ２ｆ － ｌｎαＡ 时，
Ɵｆ
Ɵϕ ＜ ０ （１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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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ｌｎｇ ＜ ２
ｅ ｆ － １

－ ２ｆ － ｌｎαＡ 时，
Ɵｆ
Ɵϕ ＞ ０ （１６）

贸易自由度与交通基础水平成正比，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与城市周边半径变化趋势相反，根据链

式法则，可求得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偏导为：
ƟＬＤＬ
Ɵｆｒａ ＞ ０；当 μ ＜

１
１ － ｅｆϕ

１
１－σ
＋ １
ｆϕ

１
１－σ

时， ƟｆƟϕ ＜ ０，
Ɵｆ
Ɵｆｒａ ＝

Ɵｆ
Ɵϕ ×

Ɵϕ
Ɵλ ＜ ０ （１７）

ƟＬＤＬ
Ɵｆｒａ ＜ ０；当 μ ＞

１
１ － ｅｆϕ

１
１－σ
＋ １
ｆϕ

１
１－σ

时， ƟｆƟϕ ＞ ０，
Ɵｆ
Ɵｆｒａ ＝

Ɵｆ
Ɵϕ ×

Ɵϕ
Ɵλ ＞ ０ （１８）

综上所述，本文可提出假说 １ 和假说 ２。
假说 １：当区域城乡收入差距较高时，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将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假说 ２：当区域城乡收入差距较低时，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将抑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三、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 模型设定与指标选取

交通基础设施是否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可能呈现阶段性的非线性关系，即在不同城乡收

入差距下，交通基础设施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别。 鉴于此，本文尝试运用 Ｈａｎｓｅｎ［２５］提出

的门限面板回归模型刻画并探究此作用特征，不仅能够较好地避免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还能够科

学估计门限值区间并有效体现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特征。 本文以城乡收入差距为门限变量，构建一

个可能包含多个门限特征值的门限面板模型，如式（１９）所示：
ｌｎＬＤＬｉｔ ＝ μｉ ＋ β１ ｌｎｆｒａｉｔ × Ｉ（ｇａｐｉｔ ≤ γ１） ＋ β２ ｌｎｇａｐｉｔ × Ｉ（γ１ ≤ ｇａｐｉｔ ≤ γ２） ＋ … ＋ βｎ ｆｒａｉｔ·Ｉ（γｎ－１

≤ ｇａｐｉｔ ≤ γｎ） ＋ βｃｖ ｌｎＣＶｉｔ ＋ εｉｔ （１９）
其中，下标 ｉ为地域，ｔ表示年份，μｉ 和 εｉｔ 分别为遗漏变量与随机误差，ＬＤＬｉｔ 代表劳动力转移程度，

ｆｒａｉｔ 代表交通基础设施水平，ｇａｐ代表观察区域内城乡收入差距，ＣＶｉｔ 表示其他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

控制变量。
（二）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数据均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数据库中的家庭微观数据。 ＣＦＰＳ 是由北京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项目，自 ２０１０ 年起正式展开并每两年公开发布一次数据。 ＣＦＰＳ 样本覆

盖了 ２５ 个省份，包含家庭库、成人库、儿童库三个子库。 由于本文所需要的公路数据源自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所发布的社区库，故而采用了这两期的数据构造两期面板数据。 我们以家庭库为基础，
根据村居代码匹配家庭库与社区库，并根据社区库信息确定村居所属家庭是否实现通公路或公交，最
后根据调研结果仅保留已经实现通公路的样本，最终确定使用的是在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接受调查的 ８
６７８ 个样本。

１． 被解释变量

劳动力转移程度（ＬＤＬ）。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中劳动力流动的人数，以“过去一年家庭外

出工作的人数”作为劳动力转移程度的代理变量。
２． 核心解释变量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ｆｒａ）。 在家庭调查中，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是用家庭户到最近硬化道路的距离

度量的，离最近硬化道路越远，意味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越差，这是衡量交通基础设施的反向

指标，为方便检验，我们取其倒数作为代理变量。
３． 门限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ｇａｐ）。 借鉴文献通用的度量方法，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的比值，即城乡居民收入比来衡量。 根据 ＣＦＰＳ 中的数据，我们分别计算了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各区县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作为衡量各区县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并与家庭编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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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
４． 控制变量

结合现有文献结论与经验，考虑到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
农户文化程度（ｑｕａ），用户主受教育年限表示；家庭土地禀赋（ ｌａｎ），以人均耕地面积（亩）衡量；社会资

本（ ｔｆｐ），用家庭人情礼支出（千元）衡量；家庭规模（ ｔｒａ），用家庭人口数量衡量；雇工价格水平（ｅｍｐ），
用农忙雇工价格（元）衡量；户主健康状况（ ｒｅｔ），用被调研户主健康程度衡量①。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门限值检验与估计

本文利用 Ｈａｎｓｅｎ的三步法分区域确定变量的门限值，并对门限值的显著性与真实性进行检验。
表 １ 包含了全国以及沿海区域和内陆区域②两个分组估计的门限值结果。

表 １　 门限效应估计与门限值检验结果

区域 模型 Ｆ值 Ｐ值
自抽

样次数
１％ ５％ １０％ 门限值

９５％置信
区间

全国

单门限 １３． ６６６∗∗ ０． ０４８ ５００ ２３． ７６２ １３． ４６６ １０． ６７０ ４． ５６０ ［４． １５３，４． ６６７］
双门限 ０． ７１７ ０． １９８ ５００ ７． ９３７ ４． ５２８ ２． ７２５
三门限 － ７． ３５１ ０． ５５０ ３００ ２１． ５５５ １３． ５３５ ５． ２０７

沿海

单门限 ２． ９０２ ０． ２７７ ３００ １１． ５７８ ７． ９２３ ５． ６５５ 无

双门限 ７． １４０ ０． ２００ ５００ １４． ９２８ １１． ７７３ ９． ９９９
三门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７３ ３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内陆

单门限 ２２． ６９５∗∗ ０． ０１４ ５００ ２３． ５１ １４． ９２ １１． ４２２ ４． ５７３ ［４． ２９３，４． ６４７］
双门限 ５． ９８６ ０． ２４８ ５００ ２４． ０１３ １５． ０１８ １１． ７６６
三门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８３ ３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采用自抽样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反复抽样 ３００ 次或

５００ 次，得出 Ｐ值相关临界值和 ９５％的置信区间。

表 １ 的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系数存在确定的门限值，其中，全国范围和内陆地区均存在一个

显著门限值，沿海地区的数据未检测出门限值和门限效应。 通过构造极大似然比趋势检验的方法来

证明门限模型的有效性和显著性。 如图 １ 至图 ３ 所示，似然比趋势图可以更加形象地反映出各影响

因素门限值的估计过程和置信区间的确定。 门限值即为似然比统计量 ＬＲ ＝ ０ 时的取值，各门限值均

处于 ９５％的置信区间（所有 ＬＲ值小于 ７． ３５），且置信区间的范围较窄，证明了门限值的真实性和有效

性。

图 １　 全国范围门限估计值
　

图 ２　 沿海地区门限估计值
　

图 ３　 内陆地区门限估计值

—６—

①
②

户主健康状况采用了虚拟变量取值的方法，其中，很健康的取值为 ２，比较健康的取值为 １，不健康的取值为 ０。
ＣＦＰＳ数据涵盖了 ２５ 省，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南省、香港、澳门、台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除

外。 进行匹配后各区域的设置如下：沿海区域样本包括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北京

市。 内陆区域样本包括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
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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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门限回归结果

变量 沿海固定效应 内陆单一门限 全国单一门限 全国交互项模型

ｌｎｌａｎ
－ ０． ０４７∗∗ －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２１∗∗∗

（ － ２． ３２） （ － ０． ２６） （ － １． ５７） （ － ３． ２９）

ｌｎｑｕａ
０． ０７３ ０． ０６∗∗∗ ０． ０６６∗∗∗ ０． ０７０∗∗∗

（１． １１） （５． ３４） （５． ７５） （５． ８８）

ｌｎｔｒａ
０． ０７２∗∗∗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１∗∗∗ ０． ０２４∗∗

（６． ３９） （１１． ２４０） （１４． ５７） （２． １８）

ｌｎｔｆｐ
－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３５ －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１４
（ － ０． ３８７） （ － １． ３５） （ － １． １３） （ － ０． ７２）

ｌｎｅｍｐ
－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０６∗

（ － １． ４３） （ － ０． ０９） （ － １． ８４） （ － ２． ２５）

ｌｎｒｅｃ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５
（２． ０４） （０． ３３０） （３． ３３０） （１． ６７）

ｌｎｆｒａ＿１
－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２０∗∗∗

（ － ２． ４１） （ － ４． ５２）

ｌｎｆｒａ＿２
０． ０３６∗∗ ０． ０６３∗∗∗

（２． ５３） （５． ００）

ｌｎｆｒａ
０． ０２５∗ ０． ０４８∗∗∗

（２． ２５ ） （６． ９７）

ｌｎｆｒａ ×ｇａｐ
－ ０． ０１９∗∗∗

（ － ４． ２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４０７∗∗∗ ０． ２４０∗∗∗ ０． ３８９∗∗∗ ０． １５２∗∗∗

（４． １１） （３． ５７０） （８． ５３０） （３． ６０）
ｒ２＿ｗ ０． ６５０ ０． ５１０ ０． ６２６ ０． ５９６
ｒ２＿ｂ ０． ６４８ ０． ４４５ ０． ７８６ ０． ５９５
ｒ２＿ｏ － ０． ２９４ ０． ６３５ ０． ６３６ ０． ６３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 ｔ值。 ｌｎｆｒａ＿１ 与 ｌｎｆｒａ＿２ 分别表示城乡收入差距低于（或等于）
门限值与高于门限值时，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系数。

（二） 回归分析

根据上文对门限值真实性和估

值检验的结果，考察不同区域城乡

收入差距对交通基础设施作用于劳

动力转移的门限效果，以便细致地

体现其在不同门限区间的作用方向

与程度。 分别对全国和内陆地区采

用单一门限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

计，沿海地区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

行估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２的结果显示，从全国范围来

看，城乡收入差距（ｇａｐ） 存在单一

的门限值４ư ５６，当 ｇａｐ ＜ ４ư ５６时，交
通基础设施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

移表现出负向抑制作用，其影响系

数为 － ０ư ０２０，且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当城乡收入差距程度跨越门限

值，ｇａｐ ＞ ４ư ５６ 时，交通基础设施对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表现出正向

促进作用，其影响系数变为 ０ư ０６３，
说明在此高门限区间，交通基础设

施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劳动力向城市

转移，二者呈正向变化。另外，对沿

海和内陆两个不同区域样本的分组

检验结果显示，内陆地区也如全国

样本所示，表现出了显著的门限特

征，而沿海地区并未表现出明显的

门限特征，原因可能在于，相较于内

陆地区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程度较小。另外，几个控制变量也通过了显

著性检验，其中，农户受教育程度（ｑｕａ） 的系数为 ０ư ０６６，是对劳动力转移影响最大的变量，即受教育

程度越高，受访家庭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程度越高；户主健康状况（ ｔｒａ） 和家庭规模（ ｒｅｔ） 的系数也为

正，意味着这两个指标的提高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雇工价格水平（ｅｍｐ）、人均耕地面积

（ ｌａｎ） 和社会资本（ ｔｆｐ） 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说明雇工价格水平越高，人均耕地面积越大，社会资本越

高，劳动力流入城市的转移转移率越低。以上的检验结果与现有经验基本吻合，也证实了前文所做的

研究假设。
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还设计了一个包含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交互项在内的

计量模型，其检验结果一并放入表 ２。 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交互项（ ｌｎｆｒａ ×
ｇａｐ）的系数为 － ０ư ０１９，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在所选的样本期间内，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的确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的制约，选取城乡收入差距作为门限变量是合理的。
而其他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与门限面板计量检验的结果相比，除了系数大小稍有差别，显著性和方向

也基本一致，这也进一步体现了变量选取的合理性与模型的稳健性。
（三） 实证结果分析

上文理论模型分析与实证结果均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影响，在不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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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城乡收入差距区间呈现方向不同的效应。 为何会产生该种结果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从前文理

论分析与现有的文献研究结论来看，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更多的作用在于提供一种方便劳动力流动

的工具和途径，在降低城市转移成本和障碍的同时也方便了农民工返乡回流，而城乡收入差距指标则

是农民进城与否的经济考量与重要决策依据。 在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农村地区相对贫困，乡村

建设滞缓，农业生产率低下，农民生活水平低，农民生存困境的缓解必须依赖外出打工带回来的可观

收入，相比农村地区的微薄收入，进城务工具有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地区的城市化建设方

兴未艾，政策偏好可能更倾向于城市和非农产业，城市建设挤占农村资源现象严重，这些地区基础设

施投资带来经济发展红利的涓流效应，可能让城市居民获益更多，有利于城市经济和就业岗位增加，
导致城乡差距持续扩大，激励农村地区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因此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农民进城提

供了较为直接的交通便利条件并降低了通勤成本，有效提高了劳动要素流动的便利性，成为促进劳动

力向城市转移的重要推动力。
然而，在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的地区则有不同。 首先，基础设施投资将直接带来地区交通条件、居

住环境的改善与居民收入的提高，由于城乡经济差距相对较小，这一经济效应对农村地区的影响也较

大，农村地区的居住、福利、环境等条件得到有效改善，更为便利的交通使得农村生活成本相对低的优

势凸显，同时大大缩短了乡村间人与人交流以及信息交换的距离，人口流动的频繁与便捷节省了农村

居民获取城市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的成本。 因此，当城市在经济层面不能提供较大吸引力时，农村

劳动力向城市集聚变得不再迫切。 其次，基础设施投资使得交易成本、产品价格与经济主体利益分配

改变，必然导致区域间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重组，城市土地价格攀升与高房价带来居住成本上升，
无疑也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时所考虑的重要影响因素。 此外，一些城市的空气、水和交通等生活

环境不断恶化，不仅导致农村劳动力不愿进城，甚至使得部分农民工或城市居民选择向中小城镇、郊
区和农村流动。 因此，在较低门限区间，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则表现出反向的抑制

效应。
五、 对门限回归结果的进一步分解

上述研究已证明区域间城乡收入差距是交通基础设施能否发挥其促进劳动力转移作用的关键因

素。 事实上，根据 ＣＦＰＳ，居民总收入的构成包括工资性收入、个体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

入等。 本文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分解为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ｇａｐ１）、城乡居民经营性收

入差距（ｇａｐ２）、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ｇａｐ３）和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ｇａｐ４）①。 若能够证明

这四个子维度中哪些维度相对更具有影响力，或能对不同门限区间的影响效应异质特征提供更为精

确的解释，也能够进一步识别制约和影响交通基础设施促进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指标，为提高交通基础

设施投资效率、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提供更为可行的政策路径。
本文借鉴 Ｓｗａｌｅｈｅｅｎ［２６］、易先忠等［２７］的研究方法，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四个子维度逐个纳入模

型，通过考察基础设施投资系数的变化幅度，辅以分析各子维度估计系数的大小，进而识别出不同维

度在不同门限区间的最终作用力。 本文采用 ＩＶ⁃２ＳＬＳ 模型，逐一添加变量进行回归检验。 选取各项

影响变量的滞后一期值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一阶差分值的乘积作为工具变量，以处理内生性问题。
构建此工具变量的考虑如下：首先，差分项相对于单个样本而言可视作是外生的；其次，尽管劳动力转

移可能受到其他未观测到的冲击因素的影响，但只要这种冲击因素没有重要到影响交通基础设施水

平，即可视为工具变量有效。 弱工具变量检验（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ｔｅｓｔ）与过度识别检验（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ＬＭ ｔｅｓｔ）的结果均支持工具变量选取的合理性。 依据前文所估计的门限值对全国整体样本划分区间，
城乡收入差距低于（或等于）门限值为低收入差距区间，城乡收入差距高于门限值为高收入差距区间，
对低收入差距区间与高收入差距区间样本分别进行估计，结果分别如表 ３ 与表 ４ 所示。

—８—

①在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中，有关于城乡居民总收入分解为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与转移

性收入的直接统计数据，本文分别计算了各区县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各类收入的比率，作为衡量各区县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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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低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区间各子维度作用效果

变量 低收入差距区间 低收入差距区间 低收入差距区间 低收入差距区间 低收入差距区间

ｌｎｆｒａ
－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４４∗∗∗ －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１５∗∗∗

（ － ５． ３３） （ － ３． ２７） （ － ２． ２１） （ － ３． １６） （ － ３． ４０）

ｌｎｇａｐ１
０． １３６∗∗∗

（４． ２２）

ｌｎｇａｐ２
－ ０． ００６∗∗∗

（ － ４． ２６）

ｌｎｇａｐ３
－ ０． ０３４∗∗∗

（ － ２． ２７）

ｌｎｇａｐ４
－ ０． ０４４∗∗∗

（ － ３． ２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７８． ７４１∗∗ ７９． １９４∗∗ ７３． １４４∗∗∗ ８２． ２４２∗∗∗ ７６． １２５∗∗

（１． ９５６） （２． ０７３） （３． １６９） （３． １３６） （２． ２１３）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Ｌ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６４． ３０７∗∗∗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６６． ５１２∗

Ａｄ⁃Ｒ２ ０． ５３３ ０． ５３４ ０． ４７８ ０． ５１６ ０． ５５３
Ｓａｒｇａｎ Ｐ ０． １４３ ０． ３２７ ０． １５４ ０． ２１７ ０． ２２７
Ｆ ５６４． ９５３ ５ ４３２． ０５４ ５１１． ６２４ ４２３． ２３４ ３２６． ８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值。

表 ４　 高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区间城乡收入差距各子维度作用效果

变量 高收入差距区间 高收入差距区间 高收入差距区间 高收入差距区间 高收入差距区间

ｌｎｆｒａ
０． ０５６∗∗∗ ０． ０３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４６∗∗∗ ０． ０２５∗∗∗

（４． １２） （２． ３８） （２． ５５） （２． ９８） （２． ０４）

ｌｎｇａｐ１
０． ０８９∗∗∗

（３． ５４）

ｌｎｇａｐ２
０． １０６∗∗∗

（３． ４４）

ｌｎｇａｐ３
０． ０２８∗∗∗

（２． ６６）

ｌｎｇａｐ４
０． ０１４∗∗∗

（２． １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９６． ５３５∗∗ ９７． ５２３∗∗ １０２． ３１２∗∗ ９１． ３４６∗∗∗ ８９． ３２５∗∗

（４． ０７７） （３． ２５７） （４． ３１７） （３． ４２３） （４． ２１２）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Ｌ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６３． ４３２∗∗∗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６５． ０１７∗

Ａｄ⁃Ｒ２ ０． ５４１ ０． ５８４ ０． ５４４ ０． ５４５ ０． ５８２
Ｓａｒｇａｎ Ｐ ０． １６３ ０． ３６２ ０． ２３２ ０． １１３ ０． ５７１
Ｆ ４３６． ８７７ ４３３． ２７２ ４３２． ７６４ ３１２． ９５５ ３６６． ７２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值。

表 ３ 显示了低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区间各子维度作用力的比较结果。 从对低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区

间样本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转移性收入差距、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显著的抑制

作用，而工资性收入差距（ｇａｐ１）、城乡居民经营性收入差距（ｇａｐ２）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则表现为促进作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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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首先，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ｌｎｆｒａ）系数的变化幅度来看，在模型中添加了转移性收入差距变量

后，交通基础设施的系数由 － ０． ０２６ 下降到 － ０． ０４４，是五个影响因素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可以视为最

大的阻力因素，排在第 ２ 位的是财产性收入差距因素，交通基础设施的系数由 － ０． ０２６ 分别下降到

－ ０． ０３８和 － ０． ０３２；而其他两个因素，工资性收入差距和经营性收入差距被纳入模型后，系数变化方

向与前三个变量相反且变化幅度不大，这说明，在低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区间，转移性收入差距和财产

性收入差距两个因素是抑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关键因素，且其阻力超过了工资性收入差距和

经营性收入差距代表的动力因素。 其次，从各影响变量自身的估计系数也能验证，转移性收入差距作

用最大，财产性收入差距次之；而从调整后的 Ｒ２ 来看，转移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分别达到

０ư ５５３ 和 ０ư ５３４，说明其联合解释力也相对较高。 上述结果说明在低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区间，转移性

收入差距与财产性收入差距成为农民进城的重要，超过了工资性收入差距和经营性收入差距等原因

带来的农民进城动力。
相较而言，高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区间的样本估计结果显示，除了城市就业率依旧未能通过显著性

检验外，其他四个影响因素均表现出了方向相同的影响效应。 从交通基础设施系数的变化幅度来看，
工资性收入差距纳入模型后导致的系数变化幅度最大（０ư ０５６ 降至 ０ư ０３２），这说明在高城乡收入差距

水平区间，工资性收入差距依然是农民进城务工最重要的驱动因素，相较于低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区间

而言，农户进城务工弥补家用、改善生活条件的需求更为迫切。 经营性收入差距也表现出了较为明显

的作用，是变化幅度第二大的因素（由 ０ư ０５６ 降至 ０ư ０４６），对影响因素估计系数的检验也验证了这一

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与低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区间不同，在控制财产性收入差距变量后，ｌｎｆｒａ 系数的

下降幅度不大，仅由 ０ư ０５６ 降至 ０ư ０５２，说明财产性收入差距变化带来务工成本的上升，对农户进城的

影响不大。 可能的原因是，交通条件的改善与便利程度与进城务工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关联性不高。
综合 ｌｎｆｒａ系数的变化、各影响因素估计系数的大小以及联合解释力的分析，我们可以识别出，工资性

收入差距与经营性收入差距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因素和关键力量，转移性收入差距

与财产性收入差距也影响劳动力转移，但其作用不如前两者明显。 综合各类影响因素的效果，在高城

乡收入差距水平区间，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表现出正向的促进作用。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与以往关于基础设施与劳动力要素关系的研究不同，本文从城乡收入差距角度考察交通基础设

施的要素配置效应与作用。 在当前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趋势减弱、进一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

镇非农产业部门转移、提高农村劳动力资源使用效率的背景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迅速增长与农村

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值得细致探究。 本文基于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两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

表明：（１）从总体样本来看，交通基础设施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显著的正

向促进效应，说明交通基础设施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农民进城务工的作用，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合理利

用和有效配置的重要力量。 （２）这种影响受到城乡收入差距因素的制约且存在较为明显的异质性特

征。 当区域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时，交通基础设施有利于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相反，如果区域城乡收入

差距较小且低于门限值时，交通基础设施则成为促使农村劳动力向乡村回流的因素。 （３）在所选择的

控制变量中，农户受教育程度、户主健康状况和家庭规模表现出了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正向作用，而雇

工价格水平、人均耕地面积和社会资本对劳动力转移存在抑制作用。 （４）在构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四个

子维度中，不同区域所表现的影响特征不同，这也为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异质性特征

提供了更细致的解释。 即在低门限区间，转移性收入差距与财产性收入差距是抑制农村劳动力向城

市转移的阻力因素，且其阻力超过了工资性收入差距和经营性收入差距代表的动力因素；而在高门限

区间，工资性收入差距与经营性收入差距则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因素和关键力量。
上述结论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也为制定和实施更为精确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以促进劳动

力资源合理配置提供了新的思路。 具体政策建议如下：（１）持续改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状况，为加强

广大农村地区与城市的联系创造便利条件，缓解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趋势减弱的困境。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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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不能简单地将农村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孤立的外生变量，一味强调提高投资规模，而应在充分考虑

区域异质性的基础上更加精细地分配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重视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等其他影

响因素的匹配，合理规划和引导资本流向。 比如，在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应继续提高农村交通

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但在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小的地区，则应更加注重改善基础设施发挥效应的外部

环境，提高投资效率，助推农业生产，进而促进区域农业现代化和农户增收。 （３）加快实施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政策改革，可采取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农民工就业

服务和技能培训、健全配套政策体系等手段，逐步完善农民工民生福利制度，消除农村转移人口融入

城市的政策性障碍。 （４）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需因地制宜、综合考量，避免农村劳动力过度转移导

致的农地抛荒、农村“空心化”等负面效应。 通过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培育特

色农产品品牌、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举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城乡融合发展，为农业发展以

及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提供资金支持与政策倾斜，避免资源过度向城市倾斜，促进农村劳动力资源

的合理配置与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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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ｔｏ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ｌｓ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ｂ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ｅｙ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Ƴ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ｍａｋ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ｕｒｂａｎ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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